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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形特征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
定量影响
赵尚民

摘要 为了获取地形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影响，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基于数字高程模

型（DEM）数据生成4种地形因子（海拔高度、起伏度、坡度和坡向）表征数字地形特征，并通过

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定量分析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

空间分布的分异性、相关性及其交互作用的定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起伏度与坡度的空间

分异性最显著（显著性水平p<0.01）；起伏度空间相关性最强（空间统计量q=0.012），其次为坡

度（q=0.010）；任意两种地形因子交互均具有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中海拔高度与起伏度的交互

作用最强（q=0.034）。因此，起伏度是影响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最重要的单个地形因子，它和海

拔高度一起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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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环境要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土地是

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1-2]。土地利用则

指人类对土地及其资源进行开发的直接结果 [1,3]。

同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状况对生态环境、土壤、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4]，同时影

响着区域、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政府决策[5]。因此，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的相关分析成为地学研究

的热点之一[6-8]。

作为最基本的自然地理要素，地形通过控制地

球表层水分与热量的地域再分配，对土壤、植被、物

质迁移以及生态系统的演替与发展有重要的间接

影响[4,9]，从而对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特征具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10-12]。因此，大量学者进行了地

形分布对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

究[13-15]。然而，多数研究主要对土地利用在不同地

形类型下的分布情况或者土地利用与地形因子的

空间叠加分布进行分析，而缺少对不同地形因子对

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分析。

王劲峰等 [16-19]开发出的地理探测器模型为分

析数字地形特征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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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途径，它不仅可以获取不同地理要素间的空间分

异性的显著程度，同时可以定量分析地理要素空间

分布的相关性，从而根据相关性获得地形及其交互

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定量数据，并

在疾病、城镇化、土地利用、经济、气候、水文、农业

和人口分布等多种要素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要素

探索中得到广泛应用[20-24]。

本研究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基于地理探测器方

法，通过遥感解译获得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利

用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

据计算数字地形特征，进而探索山西省数字地形特

征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类型的定量影响。

1 地理探测器方法介绍

地理探测器方法主要用来定量分析数字地形

特征对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影响，不仅分析各

个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影响大小，同时

确定因子的组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确

定组合因子的情况及 2个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情

况，基本理论如下。

某一待探测要素D在区域中的分布如图 1（a）
所示。对于一离散要素X，在区域内的分布如图 1
（b）所示。

D与X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用统计量q表示

q = 1 - 1
Nσ2∑Z= 1

L Nzσ
2
z （1）

式中，σ2
z 是要素D在X要素第Z个区域的方差，Nz

是第Z个区域的采样点数目，σ2是D在整个区域的

全局方差，N是总采样点数目，L是要素 X的区域

数[19, 22]。

如果要素X能够完全控制要素D的空间分布，

那么 q的值为 1；如果要素X与要素D的空间分布

完全无关，那么q的值为0。因此，一般情况下，q的

值处于 0到 1之间。根据 q值的大小，可以判断要

素对D的影响大小：q值越大，即影响越大。对于要

素 Y及叠加要素X∩Y（图 1（c）、（d）），根据 q（X）、q

（Y）、q（X∩Y）和 q（X）+q（Y）之间的相互对比结果，

可以判断X与Y两个要素独立还是交互、交互增强

还是减弱、线性还是非线性等空间相互关系。

因此，根据各种要素的 q值及两种要素叠加后

的 q值可以确定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确定某一

要素的控制要素与几种控制要素的组合等定量影

响特征。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源

2.1 研究区

山西省位于中国中部，北邻内蒙古，西望陕西，

南接河南，东与河北以太行山相连。山西省呈近南

北走向，东部是地形第二级台阶与第三级台阶的分

界——太行山脉；中间是新生代断陷盆地，自北至

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

和运城盆地；西部是黄土覆盖的吕梁山脉，属于黄

土高原的东缘。山西省作为山西高原的主体，在地

形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图2）。
在地形分布上，山西省中间盆地地区海拔高度

低，两侧山地海拔高度高；中间盆地坡度小，起伏度

低；两侧山地坡度大，起伏度高；同时，从北到南海

拔高度呈逐渐降低趋势。在土地利用分布上，耕地

和大的建筑用地（如城市和大的厂区等）主要分布

在中部盆地区域，林地、草地和小的建筑用地（如居

民点和小厂矿等）主要分布在两侧的山地地区，河
图1 地理探测器方法示意[2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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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水系在山间广布，大的河流和水域则主要分布在

盆地地区。

2.2 数据源

数据源包括源数据和派生数据。源数据为

SRTM1 DEM数据；派生数据则为土地利用数据与

数字地形特征数据。

2.2.1 源数据

遥感影像是获取地表信息的重要基础数据

源。作为获得山西省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的源数

据，遥感影像主要采用 2015年夏季的高分影像和

Landsat 8影像（图3）。高分影像为采购产品，空间

分辨率16 m；Landsat 8影像基于753波段叠加并与

全色波段融合，空间分辨率 15 m。两幅影像相互

对比和参照，可以有效消除有云区域，提高解译结

果的精度和质量。

SRTM1 DEM数据源自美国太空总署（NASA）
和国防部国家测绘局（NIMA）于 2000年通过“奋

进”号航天飞机联合测量获取的雷达影像数据，覆

盖范围为 56°S~60°N，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80%，

分辨率为1"（约30 m），称为SRTM1 DEM。通过下

载山西省范围内的 SRTM1 DEM 源数据（https://
earthexplorer.usgs.gov/），并在ArcGIS软件中进行拼

接、转投影等处理，形成了山西省 SRTM1 DEM数

据（图2），作为本研究中数字地形特征提取的基础

数据。

2.2.2 派生数据

1）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数据。

首先利用 1∶50000地形图对山西省 2015年的

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然后参考 2000、2005和

201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与Google Earth等高清影

像资料，再利用ArcGIS平台在1∶50000以上尺度下

进行遥感目视解译，最后对目视解译结果进行野外

验证和对应修改，使遥感目视解译精度在 95%以

上，从而获得山西省 2015年的土地利用分布空间

分布数据[25]。解译获得的土地利用数据具有详细

的分类系统，为了研究方便，在本研究中将其归纳

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和未利用地 6
类（图4）。

从图4可以看出，山西省东西两侧的山地主要

图2 山西省地势及SRTM1 DEM数据图

图3 山西高原2015年遥感影像数据

（a）高分影像 （b）Landsat 8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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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草地和林地，中间的盆地和平坦区域则主要分

布耕地和建设用地，这与地形特征的空间分布特征

相对一致。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较小，很难发现。

对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进行数理统计，结

果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山西省以耕地和草地为主，

均占总面积的约 35.3%；其次为林地，约占山西省

总面积的 23.8%；建筑用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4.2%，

水域和未利用地则面积很少。

2）数字地形特征数据。

基于 SRTM1 DEM数据，山西省的数字地形特

征主要选择了海拔高度、起伏度、坡度和坡向 4个

地形因子分析。地理探测器方法要求自变量为类

型量；如果自变量是数值量，需要进行离散化处

理[19]。考虑到土地利用类型为 6类，为了保证结果

的可信度（分的类型越多，q统计量的值越大，但置

信度越低），本研究根据数字地形因子的数值分布

特征和特点，将其分为5个等级。

对于海拔高度和起伏度，参考自然断点法和分

位数法分类结果，并按照取整原则，将海拔高度以

750、1000、1250和1500 m为间隔点分为5个等级，

起伏度以 50、200、350和 500 m为间隔点分为 5个

等级。对于坡度，利用自然断点法和分位数法并参

考坡面分类研究成果 [9]，按照取整原则，将坡度以

3°、8°、15°和25°为间隔点，分为5类。对于坡向，平

坦区域（坡度为 0°）坡向值为-1，其他区域坡向值

为 0°~360°。由于坡向的数值只代表坡度方向，不

表示数值大小。因此，按照 315°~360°（平）和 0°~
45°（北）、45°~135°（东）、135°~225°（南）、225°~315°
（西）分为5个等级。

对不同地形因子各种类型分别用1、2、3、4和5
进行表示，其分布面积如表2所示。

图4 2015年山西省土地利用数据

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筑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面积/km2

55247.9
37223.3
55240.6
1752.0
6548.9
419.6

156432.3

百分比/%
35.3
23.8
35.3
1.1
4.2
0.3
100

表1 山西省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

地形因子

面积

1
2
3
4
5

总计

海拔高度

面积/km2

19243.9
31676.1
44507.5
34204.2
26802.8
156434.4*

百分比/%
12.3
20.2
28.5
21.9
17.1
100

起伏度

面积/km2

13730.1
37181.6
58744.8
27608.2
19169.8
156434.4

百分比/%
8.8
23.8
37.6
17.6
12.3
100

坡度

面积/km2

29962.9
27174.1
36685.9
42669.9
19941.7
156434.4

百分比/%
19.2
17.4
23.5
27.3
12.7
100

坡向

面积/km2

864.8
39595.9
39164.6
41491.5
35317.7
156434.4

百分比/%
0.6
25.3
25.0
26.5
22.6
100

表2 数字地形因子各类型的分布面积

注：* 此处总面积与表1略有出入，这是由于表1为矢量数据，表2为栅格数据，界线不一致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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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除了坡向中平地（等级为

“1”）的面积较小外，其他数字地形因子各个类型的

面积分布均有一定的占有度，同时尽量使其面积差

的不太大；相近的面积分布为各类型之间的对比提

供了数据基础和可信度。如果采用其他的阈值，使

地形因子不同等级面积相差很大时，由于面积很小

的等级在空间上分布很少，在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

分级的意义；因此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影响的

程度取决于阈值选取的情况。

3 研究结果

参考山西省的面积和研究尺度[26]，并基于地理

探测器软件的计算能力，将山西省按照每个网格面

积约为 100 km2，划分为 1562个网格[14,18]。然后，利

用ArcGIS软件获得每个网格中心点的土地利用类

型及数字地形特征，并分析数字地形因子等级与土

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耦合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地

理探测器软件分别计算单个地形因子及其交互作

用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影响。

3.1 数字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叠加分析

根据获取的每个网格中心点的土地利用类型

及其对应的地形因子等级，将其进行叠加，得到土

地利用类型与地形因子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每种

类型的网格中心点分布数量如表3所示。

在表 3中，为了表示单位面积中心点的密度，

用中心点的数量除以对应等级的面积百分比。从

表 3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与不同等

级的数字地形因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海

拔高度，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分布密度随海拔升

高而减少；林地密度则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加；相比

林地，草地分布在次高海拔区；未利用地分布很

少。对于起伏度，耕地、林地与建设用地 3种类型

在不同等级起伏度的分布与海拔高度的分布特征

地形因子

海拔高度

起伏度

坡度

坡向

等级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耕地

109/886
135/668
137/481
103/470
34/199
84/955
196/824
180/479
51/290
7/57

180/938
140/805
114/485
67/245
17/134
2/333

120/474
182/728
131/494
83/367

林地

15/122
37/183
81/284
114/521
137/801
6/68

33/139
131/348
117/665
97/789
13/68
33/190
79/336
149/546
110/866

0/0
89/352
92/368
100/377
103/456

草地

43/350
103/510
191/670
139/635
84/491
5/57

108/454
255/678
110/625
82/667
11/57

100/575
168/715
203/744
78/614
0/0

119/470
134/536
184/694
123/544

水域

5/171
5/168
2/67
2/18
0/0
7/80
4/17
0/0
2/11
1/8
7/36
6/34
0/0
1/4
0/0

2/333
1/4
3/12
3/11
5/22

建设用地

21/171
34/168
19/67
4/18
2/12

33/375
28/118
16/43
3/17
0/0

57/297
15/86
4/17
3/11
1/8
0/0

16/63
29/116
28/106
7/31

未利用地

1/8
4/20
1/4
0/0
0/0
2/23
2/8
0/0
1/6
1/8
2/10
2/11
1/4
0/0
1/8
0/0
1/4
4/16
0/0
1/4

表3 数字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叠加结果

注：*“/”前为对应中心点数量，“/”后为中心点数量数除以对应等级的面积百分比，表示中心点数量的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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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因子

海拔高度

起伏度

坡度

坡向

q统计量

0.006
0.012
0.010
0.005

p值
0.048
0.007
0.004
0.472

表4 数字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作用

X ∩Y
海拔高度∩起伏度

海拔高度∩坡度

海拔高度∩坡向

起伏度∩坡度

起伏度∩坡向

坡度∩坡向

q（X∩Y）
0.034
0.030
0.026
0.032
0.026
0.022

q（X）+q（Y）

0.019
0.017
0.011
0.023
0.017
0.015

结果

q（X∩Y）>q（X）+q（Y）

交互作用

非线性交互增强

表5 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交互作用

近似；草地主要分布在中高起伏区；水域则主要分

布在小起伏区。对于坡度，耕地、林地与建设用地

3种类型在不同等级起伏度的分布与海拔高度和

起伏度的分布特征近似；林地则主要分布在高坡度

区；草地分布在中高坡度区；水域主要分布在中低

坡度区。对于坡向，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向；林地则

主要分布在南向和东向；草地以南向为主，另外 3
个方向也有较多分布；水域主要分布在平坦区域；

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东向和南向；未利用地也主要

位于东向。

从土地利用与数字地形因子之间的空间叠加

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

提供了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数字地形因子对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影响的可行性。

3.2 单个数字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

量影响

基于地理探测器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
geodetector.org/），通过 ArcGIS 的 surface Spot 工具

获取每个网格中心点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对应的数

字地形因子的类型，并以此获取数字地形因子对土

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分布的定量作用，如表 4所

示。

在表 4中，q统计量主要利用地理探测器软件

通过式（1）获取，土地利用类型代表待探测的要素

D，数字地形因子则对应与离散要素X，L代表数字

地形因子经过分类后的区域数，N是总的采样点数

目，在本研究中为 1562，式（1）中其他要素的含义

可以以此类推。而 p值则代表了空间分异性是否

显著[27]，同样可由地理探测器软件计算获得。

从表4可以看出：在数字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

类型的空间分异性上，起伏度和坡度非常显著（p<
0.01），海拔高度比较显著（p<0.05），坡向不太显著

（p=0.472）；在空间相关性上，起伏度与坡度的空间

相关性最大（q统计量分别为 0.012和 0.010），海拔

高度与前2种因子有明显差距（q统计量为0.006）。
3.3 地形因子交互作用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

量影响

在获得单个地形因子 q统计量的基础上，将任

意2个地形因子叠加，计算其叠加之后的q值，并将

其与 2个因子的 q值之和进行对比，获得数字地形

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交互作用（表5）。
表5主要是通过对比两个地形因子交互的q统

计量与他们统计量的和，来判断这两个地形因子是

独立还是交互、交互增强还是减弱、线性还是非线

性等空间相互关系，因此没有给出对应的 p值。从

表 5可以看出：将任意两种数字地形指标进行交

互，其交互作用时 q统计量明显提高，全部大于对

应的两种因子的 q统计量之和，因此任意两种数字

地形指标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交互增强作用。尤

为显著的是海拔高度与起伏度的交互，其 q统计量

为0.034，为因子交互中 q统计量最高的；即使交互

作用效果最差的坡度与坡向交互，其 q统计量也达

到0.022，明显高于单一因子的作用，比如最重要地

形因子——起伏度的q统计量（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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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数字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

分层异质性上，起伏度与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

间分异性非常显著；其次为海拔高度，其与土地利

用类型空间分布的空间分异性比较显著；坡向则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异性不太显著。在数字地

形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空间相关性上，

起伏度与土地利用的空间相关性最大，其次为坡

度，二者相差不大；海拔高度与坡向与土地利用的

空间相关性较小，其中坡向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

相关性最小。对数字地形因子进行交互，发现交互

因子与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均呈非线

性交互增强。其中交互作用最显著的是海拔高度

与起伏度的交互，而交互作用效果最不明显的是坡

度与坡向的交互，其空间相关性也远大于所有单一

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的空间相关性。

起伏度与坡度均为表征地表平坦程度的地形

因子，其与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上的空间分异性

及空间相关性均最为显著。这与人们的传统认知

相一致，很多土地利用规划就是建立在不同等级的

坡度上的。比如，平地一般分布建筑用地、耕地和

水域，随着坡度增大，土地利用类型逐渐过渡为草

地、林地和未利用地等。在本研究中，耕地和建设

用地随海拔高度、起伏度和坡度升高而分布密度明

显减小；林地则随海拔高度、起伏度和坡度升高而

分布密度随之增加。了解数字地形因子对土地利

用类型空间分布的定量作用，对合理开发利用土

地、科学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制定和环境保护

等提供科学指导和合理建议。

在分析山西省数字地形特征及土地利用空间

分布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计算了

山西省数字地形特征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影

响。除了地形特征之外，气候、土壤、地质等要素对

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

时，可以在分析这些要素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影响

的基础上，研究这些要素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变化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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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effects of digital terrain features on land use
spatial distribution

Abstract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quantitative effect of the topographic condition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the Shanxi
Province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area，to study four topographic factors (the elevation, the relief, the slope and the aspect)
obtained from the DEM dataset, representing the digital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use is
interpreted 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s, finally to analyze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four digital topographic factor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use. It is shown that: (1) the
relief and slope factors have the most remarkabl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effect (p<0.01); (2) the relief factor has the
strongest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q=0.012), followed by the slope (q=0.010); (3) any two kinds of digital terrain indica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nhance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ltitude and the relief has the strongest effect with the highest
statistic value q of 0.034. Hence, the relief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factor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us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 use by combining the elevation factor.
KeywordsKeywords digital terrain factor; land use type; geographical detector;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spatial corre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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